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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大叙事” 与 “切身利益” ：
政策接受度的多层次比较分析

郭　 跃　 邓仪正　 付雪聪

【摘要】政策接受度是影响公共政策有效实施的关键因素之一。理解公众政
策接受度的认知规律，对于从理论上揭示公共政策有效性的底层逻辑、从实践
上提升政策执行的效率并增加公众对政府的信任都具有重要意义。学者们对政
策接受度的概念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广泛研究，并着重探讨了政策接受度的影响
因素与形成机制。然而，现有研究较少区分政策接受度的不同层次，也尚未解
释不同层次政策接受度形成机制的差异。基于此，论文以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
建设为政策情境，对公众政策接受度的不同层次———基于“宏大叙事”的抽象
接受度与基于“切身利益”的具象接受度加以区分，并对不同层次政策接受度
的影响因素与认知特点展开比较分析。研究基于问卷调查数据，在社会信用体
系政策场景中选择个人与社会两个层次的风险感知与收益感知作为自变量，通
过ＯＬＳ回归等分析方法，探究其对抽象与具象政策接受度的影响。研究发现，
公众对社会信用体系政策的抽象接受度总体显著高于具象接受度；抽象接受度
同时受个人与社会两个层面的风险感知与收益感知的影响，而具象接受度只受
个人层面风险感知与收益感知的影响。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公众基于“宏
大叙事”对政策的抽象认知受到理性与道德的共同作用，而涉及“切身利益”
的具象接受度则仅受理性影响。作为微观个体，公众既是期盼社会诚信水平得
以提升的“社会人”，也是担心隐私泄露的“经济人”。抽象接受度体现出微观
个体同时衡量个体与社会的风险收益的“社会人”特征，而具象接受度则体现
出微观个体受访者基于纯粹理性的成本收益分析的理性人。研究结果揭示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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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议题中公众作为微观个体的复杂心理，并对政策实践者面向公众开展政策
沟通具有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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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政策科学的不断发展，效率不再是政策制定和分析的唯一标准，政策
目标群体的认知和行为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杜帆、吴玄娜，２０１７；果佳
等，２０２１；李燕等，２０２１；Ｓｃｈｕｉｔｅｍ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０；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ｚＳａｎｃｈｅｚ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８；Ｃｕｒｌｅｙ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０）。政策接受度（Ｐｏｌｉｃｙ 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是政策目标群体
对影响自身利益的公共政策做出的评价（Ｓｃｈｕｉｔｅｍ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０；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ｚ
Ｓａｎｃｈｅｚ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对于公共政策理论与实践有着重要意义。在理论上，政
策接受度这一概念提供了识别微观个体认知与行为、分析公共政策对微观个体
影响机制的窗口。特别是随着行为公共政策（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研究的兴
起，政策议题中公众的认知与行为，如民众对政策的认知、认同和响应等微观
要素已经引起了中国公共管理学者的重视，并成为基于循证的公共政策制定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ｂａｓｅ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Ｍａｋｉｎｇ）的重要切口（朱德米、李兵华，２０１８；张书维
等，２０１９；郭跃等，２０２０；景怀斌，２０２１）。在实践上，公众的政策接受度在不
确定性的治理情境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对于提升公共部门政策执行效率、
改善政府声誉、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Ｈｏｗｅ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杜
帆、吴玄娜，２０１７；Ｗｅ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１）。

公众对政策的接受度长期被政策科学研究者所关注。已有研究主要从政策
特征与政策受众出发，探究政策接受度的影响因素与形成机制。其中，对政策
特征的研究多用政策科学的范式，从政策本身出发，认为不同政策工具（Ｄｅ
Ｇｒｏｏｔ ＆ Ｓｃｈｕｉｔｅｍａ，２０１２）以及政策工具组合（Ｅｒｉｋｓｓ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８）、政策目标
（Ｓｔｅ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６）、政策制定过程中公民参与（Ｕｌｂｉｇ，２００８；Ｌｉｅｎｈｏｏｐ，２０１８）
等都是政策接受度的影响因素。而对政策受众的研究则多借鉴心理学与行为科
学的方法，探究目标群体对政策的认知（ＡｓｃｈｅｍａｎｎＷｉｔｚｅｌ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政策
受众的政治信任（Ｔｒｕｅｄｉｎｇｅｒ ＆ Ｓｔｅｃｋｅｒｍｅｉｅｒ，２０１７）、价值观（Ｗｈｉｔｆｉｅｌｄ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０）、感知成本收益（Ｂａｍｂｅｒｇ ＆ Ｄａｎｉｅｌ，２００３）、情绪（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ｚＳａｎｃｈｅｚ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等因素对接受度的影响。

随着研究的深入，许多学者注意到“接受”的内涵是复杂的，接受度的概
念和测量在不同研究中并不一致（Ｄｒｅｙ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正是基于认知的复杂
性，个体面对同一政策的接受度不能简单用“是”或“否”来概括，不同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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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接受度是复杂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Ｋａｎｇａｓ （１９９７）指出，当被问及对同一
政策的态度时，一般性的提问与更具体的提问会使受访者产生不同的答案，这
种差异缘于个体同时存在的两种动机———利己与利他。Ｓüｔｔｅｒｌｉｎ和Ｓｉｅｇｒｉｓｔ
（２０１７）在关于可再生能源接受度的研究中提出接受度的抽象层面与具象层面，
认为只有从更具体的层面对接受度进行评估，得到的结果才更具现实意义。
Ｏｕｅｌｌｅｔｔｅ等（２０１６）则将接受度分为政策支持度与个人接受度，指出一项政策
即使有着较高的政策支持度，也并不意味着人们愿意具体参与到该政策中去。

如上所述，已有研究已经注意到了政策接受度有着抽象与具象维度之分，
且不同维度的接受度可能存在着认知差异，却鲜有研究探讨公众对基于公共政
策“宏大叙事”的抽象接受度与公共政策“切身利益”的具象接受度的认知差
异。区分不同层次政策接受度并比较认知机制差异，一方面有助于加深对公共
议题中微观个体认知与行为规律的理解，以此揭示公共政策有效性的底层行为
逻辑；另一方面有助于把握潜在的社会风险，处理好政策执行效率与社会稳定
之间的关系。基于此，本研究在对政策接受度抽象层面与具象层面加以区分的
基础上，以解释水平理论为理论基础，探讨“宏大叙事”与“切身利益”两种
不同层次接受度的形成机制与影响因素，并以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为场景进行实
证检验，以期为揭示微观个体在政策议题中的复杂心理规律做出边际贡献。

社会信用体系也被称为国家信用管理体系或国家信用体系，其核心作用在于
记录信用主体信用状况。社会信用体系通过整合全社会力量奖励诚信行为、惩戒
失信行为，以期实现提升全社会总体诚信水平的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
央与国务院站在治国理政的高度，把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放在了十分重要的位置，
以树立诚信文化理念、弘扬诚信传统美德为内在要求，全力构建以守信激励和
失信惩戒为核心的信用管理机制，努力提高全社会各类主体的诚信意识和信用
水平，并着力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模式。２０１４年６月，国
务院印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 （国发〔２０１４〕２１
号），明确了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目标，并将社会信用体系的监管范围从经
济领域拓宽到社会治理领域。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
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优化营商环境，同时要弘扬诚
信文化，健全诚信建设长效机制。２０２２年１１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信用体
系建设法（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稿）》正式面向社会发布，对于推动社会信用体
系建设全面纳入法治轨道具有重大意义。在各地“先行先试”的政策实践中，
社会信用体系体现出政策设计的多种要素组合。一方面，通过人工智能、云计
算等大数据征信手段，社会信用体系的征信领域不仅从传统的金融行业逐渐拓
展到社会治理领域，征信对象也从传统的法人延伸到了自然人；另一方面，充
分运用信用激励和约束等多种政策工具，通过联合奖惩加大对诚信主体的激励
力度和对严重失信主体的惩戒力度，让守信者受益，失信者受限，形成褒扬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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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惩戒失信的制度机制。

二、文献综述

（一）社会信用体系
中国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已经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在宏观层面上，

已有研究尝试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对社会信用体系的本质内涵及其背后的数据与
信息技术、声誉以及社会规范等要素进行阐释。如Ｃｈｏｒｚｅｍｐａ等（２０１８）将数
据治理视为塑造社会信用体系的关键因素，认为社会信用体系的本质是政府借
助数据与技术的力量实现治理方式的转变。Ｌｉａｎｇ等（２０１８）将社会信用体系理
解为基于数据驱动的社会监管系统。Ｌｉａｎｇ等认为，大数据赋能不仅极大地提升
了国家监管的能力、扩大了国家监管的范围，还会使国家与商业部门间的相互
影响复杂化。除数据与技术外，声誉也是社会信用体系的重要属性，因为其征
信所需的数据在本质上是声誉信息。类似的评价系统在网络平台与共享经济中
早已广泛使用，而社会信用体系则是政府在社会治理中对声誉机制的应用（Ｍａｃ
＆ Ｓｉｅｍｓ，２０１９）。Ｄａｉ （２０２０ａ）采用“声誉国家”这一理论解释社会信用体系，
根据决策主体与声誉信息来源的不同，将政府在运用声誉机制时所能采取的策
略划分为四种类型，并针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涉及的策略与美国政府所采取
的策略进行比较分析。部分研究还引入社会规范这一视角，认为社会信用体系
不仅加强了现有法律法规执行力度，同时一定程度上还解决了法律之外的“规
范失灵”问题（Ｄａｉ，２０２０ｂ）。此外，已有研究开始从政策科学的视角来探讨社
会信用体系的政策工具特征与政策执行特点，例如研究红名单、黑名单对公民
行为的界定（Ｅｎｇｅｌｍａｎ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９）与执行过程中的种类、特征等
（Ｅｎｇｅｌｍａｎ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１）。

在微观层面，已有研究已经开始关注个体对社会信用体系的态度和看法，
并观察到公众对社会信用体系存在的“复杂心理”。社会信用体系的政策目标在
于提升全社会诚实守信的水平。“信”在中国文化中有着很深的根基，是社会广
泛认可的道德标准，公众对社会信用体系的认同有价值与文化的基础
（Ｃｒｅｅｍｅｒｓ，２０１８）。然而，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过程中，质疑的声音也时有出
现。例如，部分地方政府将行人闯红灯、居民错误垃圾分类等行为纳入失信记
录，并引发争议，且潜在的隐私泄露风险和人工智能技术应用风险也已经引起
了公众的担忧（Ｃｈｏｒｚｅｍｐ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对于社会信用体系，既存在公众对其
价值的共识，又伴随着政策执行引发的争议。倘若只关注抽象接受度而忽略了
具象接受度，不仅无法全面了解当前民众对社会信用体系的认知，还会削弱研
究结果对社会风险的预警作用。本研究以社会信用体系为政策情景，基于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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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抽象－具象二分的视角，量化分析两种维度的社会信用体系接受度，并挖掘
其背后的形成机制。

（二）政策接受度：概念与层次
尽管“接受度”这一概念已在科学技术和公共政策等领域的研究中被广泛

使用，学界对其定义却尚未形成共识。简单来说，接受度是指个体对特定对象
持有的态度（Ｗａｎｇ ＆ Ｋｉｍ，２０２０）。然而，接受度的内涵却不限于此。如Ｓｃｈａｄｅ
和Ｓｃｈｌａｇ （２００２）指出，接受度往往超出“接受”一词的含义，被用于指代支
持、同意、可行性、投票赞成等。同时，部分研究还将接受度（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ｌｅ）、
可接受性（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ｉｌｉｔｙ）、支持度（Ｓｕｐｐｏｒｔ）等词相互替代使用（Ｇｒｏｓｓ，
２００７），并未加以区分。这种对接受度不加以区分的使用一定程度上缘于接受度
内涵的复杂性。作为一种态度结构，接受度反映的是个体对特定对象的认知，
并不能简单地用“接受”与“不接受”来概括，正因如此，对接受度不同层次
的区分也更具有理论意义。

已有研究从不同角度对接受度的多重内涵进行了区分。Ｗüｓｔｅｎｈａｇｅｎ等
（２００７）将公众接受度分为政治接受度、社区接受度和市场接受度三个维度，并
进一步解释了可再生能源项目为何在有较高接受度的前提下仍然难以落地；
Ｓｃｈｕｉｔｅｍａ等（２０１０）从时间维度上强调了政策接受度在政策实施前后的动态变
化，并用可接受性与接受度分别表示政策实施前后的个体态度；Ｗａｎｇ和Ｋｉｍ
（２０２０）将接受度分为政策接受度与社会接受度，其中政策接受度仅包含对某一
具体政策的接受度，而社会接受度还包括是否接受该政策可能带来的社会成本。
以上研究均进一步说明了接受度在反映个体对公共政策认知时的复杂性。

除上述几种对接受度不同维度的区分外，还有学者注意到对接受度不同的
测度所得到的实证结果并不相同。如Ｋａｎｇａｓ （１９９７）在其关于公众对福利政策
态度的研究中发现，公众对于具体措施的接受度显著低于对整体福利政策目标
的接受度，并对此给出了两种可能的解释。一方面，公众对福利政策的认同来
自于政策目标而非具体措施，因此面对具体的政策措施则会产生观点分歧；另
一方面，不同的接受度背后反映的是公共利益与自利两种不同动机———当问题
涉及切身利益时，公众的集体主义观念则不再对政策接受度产生影响。又如
Ｈａｒｄｃａｓｔｌｅ等人（２０１１）在其关于帮助刑满释放人员重返社会的政策研究中发
现，若告知受访者刑满释放人员的犯罪类型，受访者与刑满释放人员同住一个
社区的意愿就会下降。随后Ｏｕｅｌｌｅｔｔｅ等（２０１６）在这一研究的基础上继续探究
公众对此类政策的立场，将接受度分为政策接受度（Ｐｏｌｉｃｙ Ｓｕｐｐｏｒｔ）和个人接受
度（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正如Ｏｕｅｌｌｅｔｔｅ等所预期的，公众对政策的支持不意味
着他们愿意在就业和住房等领域帮助刑满释放人员，抽象的政策支持度往往高
于具体的个人接受度。对于这一结果，该研究主要从“邻避理论”的视角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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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然而依然无法完全区分抽象接受度与具象接受度及其形成机制。对此，
Ｓüｔｔｅｒｌｉｎ和Ｓｉｅｇｒｉｓｔ （２０１７）借助心理学中情感意象与情感评估的概念，对新能源
技术的抽象与具象接受度进行划分，明确提出接受度具有抽象（Ａｂｓｔｒａｃｔ）和具
象（Ｃｏｎｃｒｅｔｅ）两个层面，并根据是否直接描述所测量事物的缺点、劣势或成本
区分两个层面接受度的测度。Ｓüｔｔｅｒｌｉｎ和Ｓｉｅｇｒｉｓｔ认为，对新能源的积极情感意象
是造成抽象接受度与具象接受度之间差距的主要原因，而通过描述缺点所测量
的具象接受度更能预测新能源政策在实际落地时是否会受到阻力。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已经意识到对抽象层次与具象层次的政策接受度进行
区分的必要性，但相关研究较为分散，并未对抽象与具象作统一定义，也鲜有
研究采用实证方法对其背后的影响因素与形成机制进行探讨。为了对抽象接受
度与具象接受度进行更为清晰的阐述，本研究引入心理学的解释水平理论
（ＣｏｎｓｔｒｕａｌＬｅｖｅｌ Ｔｈｅｏｒｙ）对不同层面的接受度进行定义。解释水平理论认为，个
体对同一事物的心理表征存在不同的解释水平，高解释水平的心理表征更抽象
（Ｔｒｏｐｅ ＆ Ｌｉｂｅｒｍａｎ，２０１０）。对于公共政策而言，政策目标处于高解释水平，政
策工具处于中等解释水平，政策工具的具体实施细节则处于低解释水平。解释
水平往往与心理距离紧密相关，更高的解释水平也意味着心理距离更远。解释
水平理论被广泛应用于消费者心理学（Ｆｉｅｄｌｅｒ，２００７；Ｄｈａｒ ＆ Ｋｉｍ，２００７），并尝
试解释个体的预测（Ｎｕｓｓｂａｕｍ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６）、评估（Ｔｒｏｐｅ ＆ Ｌｉｂｅｒｍａｎ，２０００）、
决策（Ｌｕｔｃｈｙｎ ＆ Ｙｚｅｒ，２０１１）等行为。近年来，部分研究已经开始运用解释水
平理论来分析公众对公共政策的态度。如李悦和谢炜（２０２０）发现公众个体对
限制性政策的抵触态度受到解释水平高低的影响，通过强调政策实施的原因能
够使个体对政策的感知处于更高的解释水平，进而降低公众的抵触态度。因此，
个体在形成对某一政策的态度时，其心理表征的解释水平决定了其对该政策的
接受程度，展现出公众对同一政策的“复杂认知”。

（三）政策接受度的影响因素
现有研究已经总结出许多影响政策接受度的因素，并可以被概括为两个视

角。其一认为接受度的形成是一种理性认知过程，并将风险感知与收益感知视
为主要影响因素；其二将政策接受度概念化为一个道德认知过程，认为公众道
德意识是其支持公共政策的关键影响因素（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ｚＳａｎｃｈｅｚ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事
实上，个体的动机往往是复杂的———既有可能是利己动机，也有可能是利他动
机（Ｋａｎｇａｓ，１９９７）。随着与公共政策心理距离远近的变化，个体会基于利己或
者利他动机，通过理性认知过程或者道德认知过程来理解公共政策（Ｋａｎｇａｓ，
１９９７）。已有实证研究发现，在心理距离较近时，公众对于政策的认知更为具
象，往往基于理性认知过程来评判具体的收益与风险，进而形成特定的政策接
受度，反之亦然（Ｓüｔｔｅｒｌｉｎ ＆ Ｓｉｅｇｒｉｓｔ，２０１７）。因此，政策受众因心理距离的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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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衍生出不同的动机与认知过程，从社会与个体两种层次感知公共政策，进而
形成抽象接受度与具象接受度。然而，当公众面对公共政策时，其认知层面的
理性过程与道德过程并非完全割裂。如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可能同时给社会和
个人带来风险和收益，个体可能在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两种动机之间转换。

理性认知过程以理性经济人假设为基础。期望理论（Ｋｌａｎｄｅｒｍａｎｓ，１９８４）
与计划行为理论（Ａｊｚｅｎ，１９９１）认为，人们对预期成本和收益的评估影响其对
事物的态度，这种认知规律也体现在对政策的接受度上（Ｖｅｄｌｉｔｚ，２００６）。当人
们将较高的个人成本或风险与某一政策相关联时，该政策会招致反对
（Ｓｔｏｕｔｅｎｂｏｒｏｕｇｈ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例如，私家车限行与道路收费会降低交通政策接
受度（Ｓｃｈｕｉｔｅｍ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０）；潜在的健康风险与高昂的水费也会使更换供水
系统的政策不被接受（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ｚＳａｎｃｈｅｚ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相比于传统金融或商业
领域的征信活动将私人信息的征集和使用限制在交易领域，我国的社会信用体
系所收集的信息既包括市场信用信息，也包括公共信用信息（门中敬，２０２１）。
从收益的角度看，社会信用体系最重要的收益则在于全社会诚信水平的提升，
降低个人在商业领域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风险；从风险的角度看，公众对社
会信用体系的主要担忧是个人信息能否被有效保护，信用信息边界的不断扩大导
致其与个人隐私的边界不断模糊，存在对个人信息使用不当的风险（顾敏康、白
银，２０２２），因此本研究选择感知个人风险作为自变量，并提出以下假设。

Ｈ１ａ：感知个人收益正向影响公众对社会信用体系的抽象接受度。
Ｈ１ｂ：感知个人收益正向影响公众对社会信用体系的具象接受度。
Ｈ２ａ：感知个人风险负向影响公众对社会信用体系的抽象接受度。
Ｈ２ｂ：感知个人风险负向影响公众对社会信用体系的具象接受度。
除了理性认知过程之外，公众对于政策的接受度也受道德认知过程影响。

一方面，个体的价值观能够通过改变个人风险感知与收益感知从而影响接受度
（Ｄｅ Ｇｒｏｏｔ ＆ Ｓｔｅｇ，２０１０；Ｄｅ Ｇｒｏｏｔ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另一方面，感知个人风险收益
与感知集体风险收益也可能同时发挥作用（Ｐｅｒｌａｖｉｃｉｕｔｅ ＆ Ｓｔｅｇ，２０１４）。与理性
认知过程相比，道德认知过程更强调公众出于道德感与社会意义而接受某一政
策。例如，环境心理学的价值－信念－规范理论（ＶａｌｕｅＢｅｌｉｅｆＮｏｒｍ Ｔｈｅｏｒｙ）指
出，个体是否接受环境政策并不一定取决于自身利益。环境保护相关的价值观会
给人们带来结果意识与责任归属，激发其环境保护的义务感，从而接受相关政策
（Ｓｔｅ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５）。又如，在交通政策中，公众的接受度不仅与个人利益相关，
能否有效解决社会问题也是接受度的重要影响因素（Ｓｃｈｕｉｔｅｍ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０）。

然而，将公众基于社会风险与社会收益的认知理解为一种道德认知过程也
存在一定争议。一方面，当群体利益与个体利益一致时，社会风险与社会收益
也可能体现在个人层面的风险与收益，从而引发理性过程；另一方面，在个人
利益与社会利益发生冲突时，道德动机与理性动机才独立发挥作用（Ｆｕｎ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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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０）。因此，许多研究将非经济型的社会风险与社会收益视作独立于个人风险
与个人收益之外的政策接受度影响因素（Ｊｏｎｅ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９；Ｊｏｎｅｓ，２０１０），在
这种情况下，对社会风险收益的衡量即可被视为道德过程。社会信用体系政策
同样存在社会层面的风险与收益。２０１４年国务院印发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
划纲要》指出，社会信用体系的目的是提高全社会的守信意识和信用水平，这
一政策具有很强的公共利益属性（Ｌｉ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与此同时，社会信用体
系政策可能存在被滥用的风险，这种滥用不仅会影响地方政府公信力，还会对
社会信用体系的政策推行造成阻碍（潘晓珍，２００５；Ｌｉ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综上
所述，本研究选择社会风险与社会收益作为自变量，并提出以下假设。

Ｈ３ａ：感知社会收益正向影响公众对社会信用体系的抽象接受度。
Ｈ３ｂ：感知社会收益正向影响公众对社会信用体系的具象接受度。
Ｈ４ａ：感知社会风险负向影响公众对社会信用体系的抽象接受度。
Ｈ４ｂ：感知社会风险负向影响公众对社会信用体系的具象接受度。
根据以上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本研究的分析框架如图１所示。

图１　 研究分析框架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三、研究设计

（一）抽样与实施
本研究的数据源于在北京与上海两市的线上问卷调查。北京与上海同为超

大城市，人口众多，区域广阔，金融、医疗、教育等领域均十分发达，但也面
临着很多相似的治理问题。与此同时，上海市于２０１７年颁布并实施《上海市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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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信用条例》，是我国最早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城市之一；而北京也已启动
相关的立法工作，《北京市社会信用条例》在２０２１年被纳入北京市人大审议项
目。为搜集数据，本研究于２０２１年４月委托益派数据公司基于样板库进行线上
问卷发放，样本的人口特征（如性别、年龄结构等）与城市实际人口结构基本
相符，最终回收８２３份有效问卷。表１列出了调查样本的人口统计学特征。

表１　 受访者人口学特征
变量 内容 频数 有效百分比（％）

性别
男 ４６５ ５６ ５

女 ３５８ ４３ ５

年龄

１８ － ２９岁 １７７ ２１ ５

３０ － ３９岁 １７６ ２１ ４

４０ － ４９岁 ２０１ ２４ ４

５０ － ５９岁 １８４ ２２ ４

６０岁以上 ８５ １０ ３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小学以下 １ ０ １

初中 ９ １ １

高中（含中专） ９８ １１ ９

大专 ２３５ ２８ ６

本科 ４４０ ５３ ５

硕士 ３７ ４ ５

博士 ３ ０ ４

政治面貌 非中共党员 ７３０ ８８ ７

中共党员 ９３ １１ ３

所在城市 北京 ３９０ ４７ ４

上海 ４３３ ５２ ６

户籍 有所在城市户籍 １８５ ２２ ５

无所在城市户籍 ６３８ ７７ ５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二）变量及测量
１ ． 被解释变量：抽象接受度和具象接受度
对抽象接受度的测量一般将对某一政策的接受程度划分为不同等级，让受

访者选择符合自己情况的选项。本研究通过询问“您对所在城市开展社会信用
体系的接受度如何？”，并给出“完全不接受”“不太接受”“中立”“比较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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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接受”５个选项，依次记为１ － ５分。已有研究通过告知受访者在政策中
承担的角色以拉近受访者对该政策的心理距离，进而测量其心理层面更为具象
的政策接受度（Ｈａｒｄｃａｓｔｌ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Ｏｕｅｌｌｅｔｔ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本研究结合社
会信用体系的政策特征，通过构建情景这一方式操纵受访者心理距离以测量其
具象接受度。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失信者处处受限，守信者处处受益”是
主要的政策目标，实现这一目标在个体层面的具体情景是能否接受让他人了解
自己的信用情况。因此，本研究设置如下题目对具象接受度进行测量：“在与人
交往的过程中（如公务合作、私人交友等），我希望对方能了解到我的社会信用
情况”，并给出“完全不同意”“不太同意”“中立”“比较同意”“完全同意”
５个顺序选项，依次记为１ － ５分。

２ ． 解释变量：感知风险收益
本研究将感知风险收益分为个人与社会两个层面。通过对政策文本与前人

研究的梳理，本研究设置有关个人隐私泄露、政府权力滥用的感知题项来分别
测度感知个人风险与感知社会风险，设置降低与人交往的风险、提升社会整体
诚信水平的题项来分别测度感知个人收益与感知社会收益。所有题项均使用李
克特５级量表测度（１ ． 完全不同意；２ ． 不太同意；３ ． 不确定；４ ． 比较同意；
５ ． 完全同意）。

３ ． 控制变量
本研究将受访者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政治面貌、是否有过海外经历、

时事关注、政府信任、受访者所在城市（北京或上海）、户籍以及政策知晓（是
否听说过社会信用体系）设置为控制变量。研究采用Ｈａｒｍａｎ单因子检验法对核
心变量进行同源偏差检验，结果表明最大因子解释的方差变异量是３３ ４３％，据
此判断本研究不存在同源偏误。

四、实证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首先是对研究的自变量与因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图２展示了抽象接受

度和具象接受度的均值与分布比较，可以看出，公众对社会信用体系抽象接受
度的平均值高于具象接受度，整体样本中抽象接受度较高（即完全接受、比较
接受和中立）的比例也高于具象接受度较高的比例。图３展示了个人与社会的
风险－收益感知分布及其均值的比较。由图３可以看出，公众的感知收益总体
高于感知风险。其中，感知社会收益均值最大，而感知个人风险均值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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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抽象接受度与具象接受度均值与分布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图３　 个人与社会层面的风险－收益感知分布与均值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由于抽象接受度与具象接受度为配对样本，因此对其差值进行正态分布检

验，结果显示二者差值不符合正态分布，进一步对抽象接受度与具象接受度进
行秩和检验，检验的结果显示，Ｚ值为４ ３９０，显著性水平为０ ０００，这表明抽
象接受度与具象接受度间存在着显著差异。结合上文描述性统计结果可知，抽
象接受度高于具象接受度，且这一差异具有统计学显著性。

（二）多元回归分析
本研究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ＯＬＳ）回归来探究感知风险收益对政策接受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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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表２报告了抽象接受度线性回归的结果。结果表明，在控制性别、年
龄、受教育程度等９个变量的前提下，感知个人收益、感知社会收益对抽象接
受度的正向影响显著，而感知个人风险、感知社会风险对抽象接受度的负向影
响显著，即不论在个人层面还是社会层面，公众感知收益会提升社会信用体系
的抽象接受度，而感知风险则会降低抽象接受度，假设Ｈ１ａ、Ｈ２ａ、Ｈ３ａ、Ｈ４ａ
均得到验证。

表２　 抽象接受度的多元回归模型
因变量：抽象接受度 模型１ 模型２
感知个人收益  ０５４  ０７４

感知个人风险 －  ０７７ －  ０４３

感知社会收益  １２９  １０９

感知社会风险 －  ０８３ －  ０６７

性别 －  １１６

年龄  ０４３

受教育程度 －  ００２

政治面貌 －  ０６９

所在城市 －  ０４０

户籍  ００８

政策知晓  １８８

海外经历  １１１

时事关注  ３３３

政府信任  １６０

常数项 ３ ９１４ １ ８０６

Ｎ ８２３ ８２３

Ｒ２ ０ １０２ ０ ２９６

注：、和分别表示相关系数通过０ ０１、０ ０５和０ １０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表３报告了具象接受度回归结果。结果表明，在控制性别、年龄、受教育程
度等９个变量的前提下，感知个人收益对具象接受度的正向影响显著，感知个
人风险对具象接受度的负向影响显著，而感知社会收益和感知社会风险对具象
接受度并无显著影响，即对于具象接受度而言，感知风险收益仅在个人层面产
生影响，假设Ｈ１ｂ与Ｈ２ｂ得到验证，而假设Ｈ３ｂ与Ｈ４ｂ未得到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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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具象接受度的多元回归模型
自变量 模型３ 模型４

感知个人收益  １５３  １４８

感知个人风险 －  １５１ －  １７９

感知社会收益  ０５９  ０００

感知社会风险  ０２７  ０６１

性别 －  ０３５

年龄  ０４１

受教育程度  ０７５

政治面貌  ０４８

所在城市 －  ０５９

户籍 －  ０８０

政策知晓 －  ０９７

海外经历 －  ００３

时事关注  １２２

政府信任  ３０２

常数项 ３ ５２７ １ ５６８

Ｎ ８２３ ８２３

Ｒ２ ０ ０７２ ０ １３９

注：、和分别表示相关系数通过０ ０１、０ ０５和０ １０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三）稳健性检验
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使用５级李克特量表进行测量，许多研究也将其视为排

序数据，并使用ｌｏｇｉｔ回归模型进行估计。因此，本研究在此运用ｌｏｇｉｔ模型进行
估计，对已有模型１和模型３的多元回归分析进行稳健性检验（见表４）。结果
表明，感知风险收益与接受度的关系并未发生较大改变，研究结论基本保持一
致，原结果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表４　 有序ｌｏｇｉｔ回归结果
因变量 具象接受度 抽象接受度

感知个人利益  ３４５  ２１９

感知个人风险 －  ３５４ －  ２００

感知社会利益 －  ００９  ２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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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变量 具象接受度 抽象接受度
感知社会风险  １２０ －  ２２４

性别 －  ０９９ －  ４３２

年龄  ０９７  １６５

受教育程度  １７７  ００５

政治面貌  １１１ －  ２８２

所在城市 －  １１９ －  １６４

户籍  ２０９  ０３１

政策知晓 －  ２９８ －  ６４７

海外经历  ０５３  ３８９

时事关注  ３４６ １ ２７１

政府信任  ７７８  ５６６

注：、和分别表示相关系数通过０ ０１、０ ０５和０ １０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五、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政策接受度进行进一步解构，比较不同层次
的政策接受度———抽象接受度与具象接受度的概念、差异和影响因素。通过运
用解释水平理论对政策接受度的抽象与具象进行定义，研究分别对二者进行测
量并比较分析，结果显示抽象接受度要显著高于具象接受度，这一结果也与前
人研究相符（Ｏｕｅｌｌｅｔｔ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Ｓüｔｔｅｒｌｉｎ ＆ Ｓｉｅｇｒｉｓｔ，２０１７）。为了进一步探
究不同层次接受度的影响因素，研究分别选择个人层面与社会层面的风险感知
与收益感知作为主要解释变量并运用线性回归进行实证检验。回归结果显示，
个人与社会层面的感知风险与感知收益都对抽象接受度有显著影响，即理性认
知过程与道德认知过程同时发挥作用，假设Ｈ１ａ － Ｈ４ａ得到验证；而具象接受度
仅受个人风险收益的影响，假设Ｈ１ｂ、Ｈ２ｂ成立，假设Ｈ３ｂ、Ｈ４ｂ未得到验证。
这一结果也与笔者预期一致———抽象接受度和具象接受度的形成机制不同，二
者间的这一差距兼具理论意义与政策意涵。

首先，从解释水平理论出发，抽象接受度更易受同为高水平表征的社会风
险与社会收益的影响，而具象接受度只受低水平表征的个人风险与个人收益的
影响，这一结果不仅体现了微观个体面对公共政策议题时的认知规律，还隐含
着公共政策中政策目标与政策工具之间的张力。将解释水平理论运用到公共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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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中，我们可以将政策设计的目标理解为一种对公共政策“高水平解释”，政策
设计中具体的手段措施则是一种“低水平解释”。对于公共政策，公众不仅关注
其承载的公共价值与政策目标，还关心政策如何实施、如何改变生活。在政策
实践中，目标与手段同样重要———公共政策的目标通常体现着对公共价值的追
求，在激发起民众道德感的同时也更容易获得广泛认同；手段则意味着实施细
节，直接又真切地关系到每个人的生活，提醒着人们在公共政策中的一己得失。

其次，抽象接受度与具象接受度的不同形成机制也一定程度回应了社会科
学中对不同人性假设的长久争论，特别是个体对公共政策不同层面风险收益的
考量，体现了不同的人性假设。“经济人”看重政策与自身紧密相关的部分，关
注个人利益得失；而“社会人”则会考虑政策对社会总体的影响，衡量社会层
面的风险收益。人性是多元与动态变化的，会根据外部环境变化以及自我内心
调试在绝对的“私”与绝对的“公”之间变动（陈庆云等，２００５）。在社会信
用体系这一政策背景下，受访者同样表现出人性的“二象性”：既可以表现为一
个自私自利的“理性经济人”，也可以是一个关心社会总体利益的“社会人”，
而受访者具体表观出何种人性特点，则受到政策不同解释水平特征的影响。抽
象接受度体现出微观个体同时衡量个体与社会的风险收益的“社会人”特征，
而具象接受度则体现出微观个体受访者基于纯粹理性的成本收益分析的“理性
人”特征。

从解释水平理论的视角区分不同层次的政策接受度，实质上反映了公众在
面对公共政策时的复杂心理，而对这一心理的把握对政策实践颇有启示。在公
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过程中，政策接受度具有警示社会风险的作用。如果政策
实践者仅用抽象接受度代表民众的接受程度，则很难了解民众对于政策的真实
态度，也无法体现出公众对政策风险的担忧。因此，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政
策场景中开展公众沟通，政策实践者需要充分考虑不同层次的接受度。由于宏
观的纲领性政策和具体的政策措施的接受度处于不同解释水平，针对前者，政
府可以更多地宣传政策理念与目标，通过激发个体的利他动机提高解释水平的
抽象接受度；而对于后者则需要重点降低个体的风险感知以提升具象接受度。
倘若沟通策略使用不当，政策制定者与执行者一味试图通过“宏大叙事”激发
接受度形成的道德认知过程，可能会加大抽象接受度与具象接受度之间的差距，
尤其当政策影响公众切身利益并成为其生活中的“柴米油盐”时，则可能招致
更激烈的反对。识别出不同层次的接受度并采取针对性宣传策略，有助于为政
策实施提供坚实的民意基础。

本研究存在一些不足，也为未来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研究启示与借鉴。其一，
本研究仅探索了社会信用体系这一政策背景下民众接受度的不同层次，未来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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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可以将这一发现扩展到其他政策领域。其二，在因变量的测量方面本研究均
只使用了一道题项，需要进一步添加不同的高水平特征或低水平特征，编写多
道题项，更为完整地反映接受度的不同维度。其三，本研究没有直接探究造成
抽象接受度与具象接受度差异的原因，而是从影响因素的不同进行分析，未来
有必要从这一方向进行更深入的探究。其四，本研究的样本框局限于北京与上
海两个城市，且通过线上调研无法保证概率抽样，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完善样
本框与抽样方法。

参考文献
陈庆云、曾军荣、鄞益奋（２００５）．比较利益人：公共管理研究的一种人性假设———兼评“经济人”假设的适用性．中

国行政管理，（６）：４０ － ４５．
Ｃｈｅｎ，Ｑ． Ｙ．，Ｚｅｎｇ，Ｊ． Ｒ． ＆ Ｙｉｎ，Ｙ． Ｆ． （２００５）．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Ｐｅｒｓｏｎ：Ａ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Ｎ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ｌｓｏ ｏｎ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Ｍａ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６）：４０ － ４５．（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杜帆、吴玄娜（２０１７）． 程序公正、不确定性对公共政策可接受性的影响：情感信任、认知信任的中介作用． 心
理科学，４０（２）：４４８ － ４５４．
Ｄｕ，Ｆ． ＆ Ｗｕ，Ｘ． Ｎ．（２０１７）．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ｏｎ 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ａ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Ａ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Ｔｒｕｓｔ ａｎ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Ｔｒｕｓ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４０（２）：４４８ － ４５４．（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顾敏康、白银（２０２２）． “大信用”背景下的信息隐私保护———以信义义务的引入为视角．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
学版），２８（１）：４１ － ５７．
Ｇｕ，Ｍ． Ｋ． ＆ Ｂａｉ，Ｙ． （２０２２）．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Ｂｉｇ Ｃｒｅｄｉｔ”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ｎｇ Ｆｉｄｕｃｉａｒｙ Ｄｕｔ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Ｓｏｕｔｈ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Ｅｄｉｔｉｏｎ），２８（１）：４１
－ ５７．（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果佳、周磊、郭跃（２０２１）． 公众交通合规意愿的政策干预效果：基于北京市行人违章治理的分析． 公共行政评
论，１４（４）：１０５ － １１８ ＋ １９８ － １９９．
Ｇｕｏ，Ｊ．，Ｚｈｏｕ，Ｌ． ＆ Ｇｕｏ，Ｙ． （２０２１）．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Ｆｉｅｌｄ：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Ｐｅｄｅｓｔｒｉａｎ Ｖｉｏｌａｔｉｏｎ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１４（４）：１０５ － １１８ ＋ １９８ － １９９．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郭跃、何林晟、苏竣（２０２０）． “工具－叙事－反馈”：一个行为公共政策的研究框架． 中国行政管理，５：７１ －７８．
Ｇｕｏ，Ｙ．，Ｈｅ，Ｌ． Ｓ． ＆ Ｓｕ，Ｊ． （２０２０）．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Ｆｅｅｄｂａｃｋ：Ａ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５：７１ － ７８．（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景怀斌（２０２１）． 行为公共政策研究的知识构建：三个层面及范式选择． 中国行政管理，（９）：５６ － ６３．
Ｊｉｎｇ，Ｈ． Ｂ． （２０２１）． Ｔｈ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Ｔｈｒｅ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９）：５６ － ６３．（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李燕、苏一丹、朱春奎（２０２１）． 公民政策遵从研究述评：基于“政策情境”与“行为特征”的二元视角． 公共行
政评论，１４（４）：１７５ － １９５ ＋ ２００．
Ｌｉ，Ｙ．，Ｓｕ，Ｙ． Ｄ． ＆ Ｚｈｕ，Ｃ． Ｋ．（２０２１）． Ａ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ｎ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Ｐｏｌｉｃｙ Ｃｏｎｔｅｘｔ”ａｎ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１４（４）：１７５ － １９５ ＋ ２００．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李悦、谢炜（２０２０）． 信息特征对个体限制性政策抵触态度的影响：基于解释水平理论．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２）：４０４ － ４０８．
Ｌｉ，Ｙ． ＆ Ｘｉｅ，Ｗ．（２０２０）．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ｏｎ Ｒｅａｃ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２８·

◆公共行政评论·２０２３·５



ｏｆ Ｃｏｎｓｔｒｕａｌ Ｌｅｖｅ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２）：４０４ － ４０８．（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门中敬（２０２１）． 信誉及社会责任：社会信用的概念重构． 东方法学，（２）：１３５ － １４４．

Ｍｅｎ，Ｚ． Ｊ． （２０２１）． Ｒｅｐｕ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ｒｅｄｉｔ．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
Ｌａｗ，（２）：１３５ － １４４．（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潘晓珍（２００５）．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与政府职能及其限度分析．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６）．
Ｐａｎ，Ｘ． Ｚ． （２００５）．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ｒｅｄｉ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Ｌｉｍｉｔ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ｏｃｈｏｗ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Ｅｄｉｔｉｏｎ），（６）．（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张书维、王宇、周蕾（２０１９）． 行为公共政策视角下的助推与助力：殊途同归． 中国公共政策评论，１５（２）：２０ －３８．
Ｚｈａｎｇ，Ｓ． Ｗ．，Ｗａｎｇ，Ｙ． ＆ Ｚｈｏｕ，Ｌ． （２０１９）． “Ｎｕｄｇｅ”ａｎｄ “Ｂｏｏｓｔ”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Ａｌｌ Ｒｏａｄｓ Ｌｅａｄ ｔｏ Ｒｏｍ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ｖｉｅｗ，１５（２）：２０ － ３８．（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朱德米、李兵华（２０１８）． 行为科学与公共政策：对政策有效性的追求． 中国行政管理，（８）：５９ － ６４．
Ｚｈｕ，Ｄ． Ｍ． ＆ Ｌｉ，Ｂ． Ｈ．（２０１８）．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Ｐｕｒｓｕｉｔ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ｙ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８）：５９ － ６４．（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ｊｚｅｎ，Ｉ．（１９９１）．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Ｐｌａｎｎｅ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５０（２）：１７９ －２１１．
ＡｓｃｈｅｍａｎｎＷｉｔｚｅｌ，Ｊ．，ＢｅｃｈＬａｒｓｅｎ，Ｔ．，＆ Ｃａｐａｃｃｉ，Ｓ． （２０１６）． Ｄｏ Ｔａｒｇｅｔ Ｇｒｏｕｐｓ Ａｐｐｒｅｃｉａｔｅ Ｂｅｉｎｇ Ｔａｒｇｅｔｅｄ？Ａｎ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Ｅａｔｉｎｇ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Ｐｏｌｉｃｙ，３９（３）：２８５ － ３０６．
Ｂａｍｂｅｒｇ，Ｓ．，＆ Ｒｌｌｅ，Ｄ．（２００３）．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 ｏｆ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Ｐｒｉｃｉｎｇ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Ｒｅ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ａ Ｃａｕｓ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Ｐｒｉｃ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２３５ － ２４８．
Ｃｈｏｒｚｅｍｐａ，Ｔｒｉｏｌｏ，Ｐ．，＆ Ｓａｃｋｓ，Ｓ．（２０１８）． Ｃｈｉｎａ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ｒｅｄｉｔ Ｓｙｓｔｅｍ：Ａ Ｍａｒｋ ｏｆ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ｒ ａ Ｔｈｒｅａｔ ｔｏ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ＩＤＥＡＳ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Ｓｅｒｉｅｓ ｆｒｏｍ ＲｅＰＥｃ．
Ｃｒｅｅｍｅｒｓ，Ｒ．（２０１８）． Ｃｈｉｎａ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ｒｅｄｉｔ Ｓｙｓｔｅｍ：Ａｎ Ｅｖｏｌｖｉｎｇ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ＳＳＲＮ ３１７５７９２．
Ｃｕｒｌｅｙ，Ｃ．，Ｆｅｉｏｃｋ，Ｒ．，＆ Ｘｕ，Ｋ． （２０２０）．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 Ｄｅｓｉｇｎ：Ｈｏｗ Ｐｏｌｉｃｙ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ｆｆｅｃｔ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ｃ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２２（６）：５３６ － ５５７．
Ｄａｉ，Ｘ．（２０２０ａ）． Ｔｏｗａｒｄ ａ Ｒｅｐｕｔ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ｅ：Ａ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Ｖｉｅｗ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ｒｅｄｉ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Ｉｎ Ｅｖｅｒｌｉｎｇ，

Ｏ． Ｅｄ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ｒｅｄｉｔ Ｒａｔｉｎｇ：Ｒｅｐｕ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ＶｅｒｔｒａｕｅｎＢｅｕｒｔｅｉｌｅｎ． Ｗｉｅｓｂａｄｅｎ：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Ｆａｃｈｍｅｄｉｅｎ：１３９ － ６３．
Ｄａｉ，Ｘ．（２０２０ｂ）． Ｅｎｆｏｒｃｉｎｇ Ｌａｗ ａｎｄ Ｎｏｒｍｓ ｆｏｒ Ｇｏｏｄ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Ｏｎｅ Ｖｉｅｗ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ｒｅｄｉ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６３（１）：３８ － ４３．
Ｄｅ Ｇｒｏｏｔ，Ｊ． Ｉ．，＆ Ｓｃｈｕｉｔｅｍａ，Ｇ．（２０１２）． Ｈｏｗ ｔｏ Ｍａｋｅ ｔｈｅ Ｕｎｐｏｐｕｌａｒ Ｐｏｐｕｌａｒ？Ｐｏｌｉｃｙ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Ｓｏｃｉａｌ Ｎｏｒｍ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Ｐｏｌｉｃｙ，１９：１００ － １０７．
Ｄｅ Ｇｒｏｏｔ，Ｊ． Ｉ．，＆ Ｓｔｅｇ，Ｌ． （２０１０）． Ｍｏｒ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Ｅｎｅｒｇｙ：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Ｒｉｓｋｓ ａｎｄ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Ｎｏｒｍｓ，

ａｎｄ Ｗｉｌｌｉｎｇｎｅｓｓ ｔｏ Ｔａｋ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Ｅｎｅｒｇｙ． Ｒｉｓｋ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３０（９）：
１３６３ － １３７３．

Ｄｅ Ｇｒｏｏｔ，Ｊ． Ｉ．，Ｓｔｅｇ，Ｌ．，＆ Ｐｏｏｒｔｉｎｇａ，Ｗ．（２０１３）． Ｖａｌｕｅｓ，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 Ｒｉｓｋｓ ａｎｄ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ａｎｄ 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Ｅｎｅｒｇｙ． Ｒｉｓｋ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３３（２）：３０７ － ３１７．

Ｄｈａｒ，Ｒ．，＆ Ｋｉｍ，Ｅ． Ｙ． （２００７）． Ｓｅｅ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ｓｔ ｏｒ ｔｈｅ Ｔｒｅｅｓ：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ｏｎｓｔｒｕａｌ Ｌｅｖｅ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ｆｏｒ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Ｃｈｏｉｃ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１７（２）：９６ － １００．

Ｄｒｅｙｅｒ，Ｓ． Ｊ．，Ｔｅｉｓｌ，Ｍ． Ｆ．，＆ ＭｃＣｏｙ，Ｓ． Ｋ． （２０１５）． Ａｒｅ 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Ｓｕｐｐｏｒ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ｔｈａｔ Ａｆｆｅｃｔ Ｔｈｅｍ，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Ｅｘａｍｉｎｉｎｇ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ＵＳ Ｆｕｅ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ａｒｔ Ｄ：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３９：６５ － ７５．

Ｅｎｇｅｌｍａｎｎ，Ｓ．，Ｃｈｅｎ，Ｍ．，Ｄａｎｇ，Ｌ．，＆ Ｇｒｏｓｓｋｌａｇｓ，Ｊ． （２０２１）． Ｂｌａｃｋｌｉｓｔｓ ａｎｄ Ｒｅｄｌｉｓ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ｒｅｄｉｔ
Ｓｙｓｔｅｍ：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Ｆｌｅｘｉ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ｎｅｓｓ．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２０２１ ＡＡＡＩ ／ ＡＣＭ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ＡＩ，Ｅｔｈ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７８ － ８８．

Ｅｎｇｅｌｍａｎｎ，Ｓ．，Ｃｈｅｎ，Ｍ．，Ｆｉｓｃｈｅｒ，Ｆ．，Ｋａｏ，Ｃ． Ｙ．，＆ Ｇｒｏｓｓｋｌａｇｓ，Ｊ．（２０１９）． Ｃｌｅａｒ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Ｖａｇｕｅ Ｒｅｗａｒｄｓ：Ｈｏｗ
Ｃｈｉｎａ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ｒｅｄｉ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ｕｒｒｅｎｔｌｙ Ｄｅｆｉｎｅｓ “Ｇｏｏｄ”ａｎｄ “Ｂａｄ”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Ｆａｉｒｎｅｓｓ，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６９ － ７８．

Ｅｒｉｋｓｓｏｎ，Ｌ．，Ｇａｒｖｉｌｌ，Ｊ．，＆ Ｎｏｒｄｌｕｎｄ，Ａ． Ｍ．（２００８）． 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Ｓｉｎｇｌｅ ａｎｄ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３８·

“宏大叙事”与“切身利益”：政策接受度的多层次比较分析◆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Ｂｅｌｉｅｆｓ．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ａｒｔ Ａ，４２（８）：１１１７ － １１２８．
Ｆｉｅｄｌｅｒ，Ｋ．（２００７）． Ｃｏｎｓｔｒｕａｌ Ｌｅｖｅ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ｓ 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ｖｅ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１７（２）：１０１ － １０６．
Ｆｕｎｋ，Ｃ． Ｌ． （２０００）． Ｔｈｅ Ｄｕａｌ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ｅｌｆ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ａｌ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ｉ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５３（１）：３７ － ６２．
Ｇｒｏｓｓ，Ｃ． （２００７）．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ｆ Ｗｉｎ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ｉｎ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Ｆａｉｒｎｅｓｓ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ｔ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Ｐｏｌｉｃｙ，３５（５）：２７２７ － ２７３６．
Ｈａｒｄｃａｓｔｌｅ，Ｌ．，Ｂａｒｔｈｏｌｏｍｅｗ，Ｔ．，＆ Ｇｒａｆｆａｍ，Ｊ．（２０１１）．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Ｏｆｆｅｎｄｅｒ Ｒｅ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Ｖｉｃｔｏｒｉａ． Ｄｅａｋｉｎ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１６（１）：１１１ － １３２．
Ｈｏｗｅｓ，Ｗｏｒｔｌｅｙ，Ｌ．，Ｐｏｔｔｓ，Ｒ．，ＤｅｄｅｋｏｒｋｕｔＨｏｗｅｓ，Ａ．，ＳｅｒｒａｏＮｅｕｍａｎｎ，Ｓ．，Ｄａｖｉｄｓｏｎ，Ｊ．，Ｓｍｉｔｈ，Ｔ．，＆ Ｎｕｎｎ，Ｐ．

（２０１７）．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Ａ Ｃａｓｅ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Ｆａｉｌｕｒｅ？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９（２）：１６５ － １６５．
Ｊｏｎｅｓ，Ｎ．（２０１０）．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ｓｔｓ ａｎｄ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４３（３）：２２９ － ２４４．
Ｊｏｎｅｓ，Ｎ．，Ｓｏｐｈｏｕｌｉｓ，Ｃ． Ｍ．，Ｉｏｓｉｆｉｄｅｓ，Ｔ．，Ｂｏｔｅｔｚａｇｉａｓ，Ｉ．，＆ Ｅｖａｎｇｅｌｉｎｏｓ，Ｋ．（２００９）．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ｏ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１８（４）：５９５ － ６１１．
Ｋａｎｇａｓ，Ｏ． Ｅ．（１９９７）． Ｓｅｌｆ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Ｇｏｏｄ：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Ｎｏｒｍｓ，Ｓｅｌｆｉｓｈ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ｐｉｎ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６（５）：４７５ － ４９４．
Ｋｌａｎｄｅｒｍａｎｓ，Ｂ． （１９８４）． 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Ｓｏｃｉ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ｘｐａｎｓｉｓｏｎｓ ｏｆ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５８３ － ６００．
Ｌｉａｎｇ，Ｆ．，Ｄａｓ，Ｖ．，Ｋｏｓｔｙｕｋ，Ｎ．，＆ Ｈｕｓｓａｉｎ，Ｍ． Ｍ．（２０１８）．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ａ Ｄａｔａｄｒｉｖｅ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Ｃｈｉｎａ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ｒｅｄｉ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ｓ ａ Ｓｔａｔｅ 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Ｐｏｌｉｃｙ ＆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１０（４）：４１５ － ４５３．
Ｌｉｅｎｈｏｏｐ，Ｎ． （２０１８）． 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Ｗｉｎ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ａｌ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Ａｎ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Ｆｏｃｕｓ Ｇｒｏｕｐｓ ａｎｄ Ｃｈｏｉｃ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Ｅｎｅｒｇｙ Ｐｏｌｉｃｙ，１１８：９７ － １０５．
Ｌｕｔｃｈｙｎ，Ｙ．，＆ Ｙｚｅｒ，Ｍ．（２０１１）． Ｃｏｎｓｔｒｕａｌ Ｌｅｖｅ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Ｐｌａｎｎｅ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Ｔｉｍｅ Ｆｒａｍ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Ｓａｌｉｅｎｔ

Ｂｅｌｉｅｆ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１６（６）：５９５ － ６０６．
Ｍａｃ Ｓíｔｈｉｇｈ，Ｄ．，＆ Ｓｉｅｍｓ，Ｍ． （２０１９）．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ｒｅｄｉｔ Ｓｙｓｔｅｍ：Ａ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Ｏｔｈｅｒ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８２（６）：１０３４ － １０７１．
Ｎｕｓｓｂａｕｍ，Ｓ．，Ｌｉｂｅｒｍａｎ，Ｎ．，＆ Ｔｒｏｐｅ，Ｙ． （２００６）．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ｅａｒ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ａｎｔ Ｆｕｔｕｒ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Ｇｅｎｅｒａｌ，１３５（２）：１５２．
Ｏｕｅｌｌｅｔｔｅ，Ｈ． Ｍ．，Ａｐｐｌｅｇａｔｅ，Ｂ． Ｋ．，＆ Ｖｕｋ，Ｍ． （２０１６）．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ｓ Ｓｔａｎｃｅ ｏｎ Ｐｒｉｓｏｎｅｒ Ｒｅｅｎｔｒｙ：Ｐｏｌｉｃｙ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Ｐｅｒｌａｖｉｃｉｕｔｅ，Ｇ．，＆ Ｓｔｅｇ，Ｌ．（２０１４）． Ｃｏｎｔｅｘｔｕａｌ ａｎｄ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Ｓｈａｐｉｎｇ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ｓ：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ｇｅｎｄａ．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Ｒｅｖｉｅｗｓ，３５：３６１ －３８１．
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ｚＳａｎｃｈｅｚ，Ｃ．，Ｓｃｈｕｉｔｅｍａ，Ｇ．，Ｃｌａｕｄｙ，Ｍ．，＆ ＳａｎｃｈｏＥｓｐｅｒ，Ｆ．（２０１８）． Ｈｏｗ Ｔｒｕｓｔ ａｎｄ Ｅｍｏｔｉｏｎ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ｒｉｓｈ Ｗａｔｅｒ Ｃｈａｒｇｅｓ．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５７（３）：６１０ － ６２９．
Ｓｃｈａｄｅ，Ｊ．，＆ Ｓｃｈｌａｇ，Ｂ． （２００３）． 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Ｐｒｉｃ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ａｒｔ Ｆ：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６（１）：４５ － ６１．
Ｓｃｈｕｉｔｅｍａ，Ｇ．，Ｓｔｅｇ，Ｌ．，＆ Ｆｏｒｗａｒｄ，Ｓ． （２０１０）． 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Ｃｏｎｇｅｓ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ｇｅ ｉｎ Ｓｔｏｃｋｈｏｌｍ．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ａｒｔ Ａ，４４（２）：９９ － １０９．
Ｓｃｈｕｉｔｅｍａ，Ｇ．，Ｓｔｅｇ，Ｌ．，＆ Ｒｏｔｈｅｎｇａｔｔｅｒ，Ｊ． Ａ． （２０１０）． Ｔｈｅ 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Ｏｕｔｃｏｍｅ 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Ｐｒｉｃｉｎｇ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３０（４）：５８７ － ５９３．
Ｓｔｅｇ，Ｌ．，Ｄｒｅｉｊｅｒｉｎｋ，Ｌ．，＆ Ａｂｒａｈａｍｓｅ，Ｗ．（２００５）．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Ｅｎｅｒｇｙ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Ａ Ｔｅｓｔ ｏｆ

ＶＢ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２５（４）：４１５ － ４２５．
Ｓｔｅｇ，Ｌ．，Ｄｒｅｉｊｅｒｉｎｋ，Ｌ．，＆ Ａｂｒａｈａｍｓｅ，Ｗ． （２００６）． Ｗｈｙ Ａｒ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３８（１）：９２ － １１１．
Ｓｔｏｕｔｅｎｂｏｒｏｕｇｈ，Ｊ． Ｗ．，Ｓｔｕｒｇｅｓｓ，Ｓ． Ｇ．，＆ Ｖｅｄｌｉｔｚ，Ａ． （２０１３）．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Ｒｉｓｋ，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ｕｐｐｏｒｔ：Ｐｕｂｌｉｃ

·４８·

◆公共行政评论·２０２３·５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Ｐｏｗｅｒ． Ｅｎｅｒｇｙ Ｐｏｌｉｃｙ，６２：１７６ － １８４．
Ｓüｔｔｅｒｌｉｎ，Ｂ．，＆ Ｓｉｅｇｒｉｓｔ，Ｍ． （２０１７）．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ｆｒｏｍ ａ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ｖｅｒｓｕｓ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Ｉｍａｇｅｒｙ ｏｆ Ｓｏｌａｒ Ｐｏｗｅｒ． Ｅｎｅｒｇｙ Ｐｏｌｉｃｙ，１０６：３５６ － ３６６．
Ｔｒｏｐｅ，Ｙ．，＆ Ｌｉｂｅｒｍａｎ，Ｎ． （２０００）．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ａｌ ａｎｄ Ｔｉｍｅ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７９（６）：８７６．
Ｔｒｏｐｅ，Ｙ．， ＆ Ｌｉｂｅｒｍａｎ， Ｎ． （２０１０）． Ｃｏｎｓｔｒｕａｌｌｅｖｅ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１１７（２）：４４０．

Ｔｒｕｅｄｉｎｇｅｒ，Ｅ． Ｍ．，＆ Ｓｔｅｃｋｅｒｍｅｉｅｒ，Ｌ． Ｃ．（２０１７）． Ｔｒｕｓ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ｒｕｓｔ，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３４（３）：４２１ － ４３３．

Ｕｌｂｉｇ，Ｓ． Ｇ．（２００８）． Ｖｏｉｃｅ Ｉｓ Ｎｏｔ Ｅｎｏｕｇｈ：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ｉ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ｒｕｓｔ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ｓ．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７２（３），５２３ － ５３９．

Ｖｅｄｌｉｔｚ，Ｌ． Ａ．（２００６）．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Ａｃｔｉｏｎ，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ｓｍ，ａｎｄ Ａｉ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５９（１）：１４９ － １６０．

Ｗａｎｇ，Ｊ．，＆ Ｋｉｍ，Ｓ． （２０２１）． Ｍｕｌｔｉｌｅｖｅ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ａｃｒｏｓｓ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２３（４）：４１６ － ４６７．

Ｗｅｉ，Ｙ．，Ｇｕｏ，Ｙ．，＆ Ｓｕ，Ｊ． （２０２１）． Ｄａｎｃｉｎｇ ｏｎ ａ Ｔｉｇｈｔｒｏｐｅ：Ｔｈｅ Ｒｅｐｕｔａ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ｒｏｔｅｓ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９９（３）：５４７ － ５６２．

Ｗｈｉｔｆｉｅｌｄ，Ｓ． Ｃ．，Ｒｏｓａ，Ｅ． Ａ．，Ｄａｎ，Ａ．，＆ Ｄｉｅｔｚ，Ｔ． （２０１０）．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Ｐｏｗｅｒ：Ｖａｌｕｅ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Ｒｉｓｋ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Ｒｉｓｋ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２９（３）：４２５ － ４３７．

Ｗüｓｔｅｎｈａｇｅｎ，Ｒ．，Ｗｏｌｓｉｎｋ，Ｍ．，＆ Ｂüｒｅｒ，Ｍ． Ｊ． （２００７）．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Ｅｎｅｒｇｙ Ｐｏｌｉｃｙ，３５（５）：２６８３ － ２６９１．

责任编辑：李棉管

·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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